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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对剥夺论”和 “生存焦虑论”关注人们的心理状态，前者认为在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发生变化时与参照群体相比处于劣势
的人会在心理上产生消极情绪，后者认为由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全，人们中对生存和发展压力普遍存在焦虑情绪，两
种心理都会使人们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 “认同碎片论”与 “参照系变动论”侧重在分析客观地位和主观地位认同不一致的原因。 前者
认为个人的价值观念对其社会地位认同有重要影响，而这些价值观念在传统的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客观指标上呈现碎片化，导致了社会
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地位的不一致；后者指出作为地位认同基础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下的单位类型等共同体归属转换
为改革后个体对于市场机遇的占有，新的参照系边界模糊，是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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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与中等社会地位认同
———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探讨

□ 任莉颖

摘要：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 ２１ 世纪以来的一项重要国策。 针对我国居民社会地位认同普遍下偏的情

形，提升中等收入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不容忽视。 本文应用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社会状

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７ 年调查数据，通过对四个构成性因素———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响应和个

人能力的测量和分析，验证了这些因素对于提升社会地位认同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个人安全和个人

能力所起的作用较为显著和稳定。 因而本文建议从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赋能两个条件性因素入手，加
强中等收入群体对中等社会地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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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 ２１ 世纪以来确立的一项重要的收入分配政策。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报

告首次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针。 ２０１２ 年党的

十八大报告确立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要实现的目标是“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

大幅减少”。 “十四五”规划继续设定了到 ２０３５ 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远景目标。 ２０２１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之一。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经济学取向的概念，其划分依据是收入，政策导向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

同富裕。 它不同于社会学取向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后者主要是基于职业来划分，常被认为能

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矛盾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两个人群在社会人口构成

上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中产阶层的白领劳动者在我国现阶段实际上是属于高收入群体，而且拥有较高

文化教育水平的青年人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占比偏高［１］［２］。 中等收入群体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

用有待观察。
“中等社会地位认同”是一种主观社会等级地位的感知，具体来说，是个人主观上认为其自身在社

会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 等级地位认同不同于阶层认同，前者受物质利益的影响较大，而后者的基础不

囿于物质利益，还包括权力、资源以及文化风俗等［２］。 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
特别是在实证研究中，两种认同往往使用相同的测量方式。 然而这些研究都发现我国公众的主观社会

地位认同无论是在国际横向比较上，还是历时纵向比较上都存在向下偏移的情形，表现为认同中间层的

比例偏低，而认同中下或下层的比例偏高，而且客观社会阶层地位与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并不一致［３］［４］［５］。 基

于中国现实，学者们对此给出了多个解释，如“相对剥夺论”［６］“认同碎片论”［７］“生存焦虑论”［８］“参照系变动

论” ［９］等①。 也有学者尝试将这些理论用一个框架整合起来，提出了社会比较的过程模型［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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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地位认同比客观阶层地位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心理身份，与其社会政治态度也更为密切相

关［１１］。 我国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也要重视提高其中等

社会地位认同，让大多数人不仅具有中等收入者的客观经济身份，也享有中等社会地位的主观心理身

份。 这将有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稳定与繁荣。 然而对于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同，目前

学界还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理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些启迪。 其核心问题是：具有社

会性的人如何在自我实现和社会境遇的互动下被建构成为有能力参与社会关系的行动者。 针对个人的

自我实现过程，社会质量理论提出了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响应和个人能力四个构成性因素；针对社

会境遇，社会质量理论提出了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能四个条件性因素。 中等收

入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同反映出他们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自我实现的一种主观认知。 本文尝试以社会质

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数据，探究在这一历史时点社会质量

四个构成性因素如何影响中等收入者对中等社会地位的认同。

一、社会质量理论简介

社会质量（ｓｏ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理论由一些欧洲学者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之后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完

善过程中。 社会质量概念中“社会”指的是人的社会性（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而非宏观的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质量一词

源于拉丁文“ｑｕａｌｉｔａｓ”，本义是指“什么样” ［１２］。 社会质量最初定义为“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

能的条件下， 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 ［１３］。 ２０１２ 年出版的《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
（Ｓｏ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一书中将此概念修订为“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能力和个人

潜能的条件下， 能够参与社会关系的程度” ［１４］。 比较两个定义，后者在提升的内容中增补了“能力”，并
且将“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扩展为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丰富了该定义的内涵。

社会质量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基于六个基本假定。 第一个假定是人的“社
会性”，即假定人是集合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存在，而不只是原子化的经济主体，或保持人类秘密的

图 １　 社会性的构成①

生物个体。 第二个假定是社会性的构成包含三

个“建构性互倚”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阶段（图 １）。 第一阶段是在个人自我实现和集

体身份形成两个过程之间的互动。 一方面，个
人的自我实现会导致其集体身份的改变，进而

面临环境的改变或新机遇的出现；另一方面，人
在家庭、社区或其他群体中有多个集体身份，这
些身份会影响其自我实现，而个人需要发展出

自我指认（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的能力来实践这些身

份。 第二阶段发生在自我指认的能力与机会或

偶然事件构成的框架结构（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之
间，双方也是相互作用而发生改变。 在此基础

上会产生第三阶段的建构性互倚，即个人行动能力与人类各种关系配置（如组织、制度、集团等），以及二

者之间的互动。 三个阶段的建构性互倚最终带来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性结果。
总体来看，建构性互倚这三个阶段是个人的主观建构与社会的客观建构的互动过程。 个人层面包

含了自我实现过程、自我指认能力和产生行动的能力；社会层面则包含了集体身份形成过程、机遇或框

架结构和产生人类各种关系的配置。 有能力的社会行动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在这种自我建构和

社会建构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
第三个假定认为，建构性互倚内嵌在两组张力构成的情境中。 第一类情境是互动域，表现为人处于

① 译自 Ｓｏ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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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构成性因素架构①

系统 ／制度世界（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与社群 ／家庭等构成的日常生活世

界（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之间的张力中；第二类情境是机会域，表现为

人处于个人成长历程（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与社会发展进程（ｓｏ⁃
ｃｉｅ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交互动态变化中。 图 ２ 用一个理论坐标系来展

示这种情境：横轴代表互动域，一端是制度世界，包括各种系统、制度

和组织等；另一端是日常生活世界，如社区、家庭、网络或群组等。 纵

轴代表机会域，一端是个人的成长历程，另一端是社会的发展进程。
互动域和机会域的交互形成了四个象限。

第四个假定提出，第二个假定中建构性互倚的过程与第三个假定中的两组张力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并形成三组因素，分别为构成性因素（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条件性因素（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和规范性因

素（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构成性因素体现在个体微观层面，如图 ２ 所示，第一个因素处于社会发展和制度

世界的交互象限中，界定为个人（人类）安全，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性保障而实现的个人安全。
第二个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世界的交互象限中，界定为社会认可，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

种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尊重。 第三个因素是社会响应，其反映制度世界和个人成长历程的交互，
也就是系统、制度或组织的开放程度与自我实现过程的互动。 第四个因素是个人（人类）能力，其表现为日

常生活世界里个人社会性和认知能力的成长实现过程。
在同一理论坐标系中，宏观社会层面的条件性因素对应这四个象限的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

社会包容和社会赋能，价值观层面的四个规范性因素为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观和人的尊严。
依据建构性互倚的假定，构成性因素与条件性因素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条件可以助力或制约社会

行动者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者的行为也能改变或优化社会条件。 社会质量的定义也反映了
这样的关系：社会条件旨在实现个体的福祉、能力和个人潜能，从而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关系。 第五个
假定表明，规范性因素是构成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连接的基础，是用来判断社会质量适当性和必要性的
准绳。 由此，社会质量反映的是在一定的价值规范基础上，个体参与社会关系的程度。

社会质量理论第六个假定指出，构成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的关联结果是社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依
据。 这正是社会质量理论取向的初衷和应用价值所在，即为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依据和契机，以全面提
高社会质量［１５］。

目前国内有关社会质量理论的应用研究多集中在条件性因素上，如对条件性因素测量指标体系的
建构，对不同地区、阶层或身份的居民的社会质量条件性因素的评价分析［１６］［１７］［１８］，以及这些条件性因

素对居民生活质量、幸福感和获得感等方面的影响［１９］［２０］［２１］。 有关个体构成性因素的测量与分析尚处
于探索阶段，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甚少。

本文关注建构性互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阶段，具体研究的问题是中等收入者对于中等社会地位认
同这一自我指认能力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尝试应用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行动者自我实现
的角度，通过对构成性因素影响作用的分析，探究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认同的理论路径。

二、研究框架与假设

有学者指出，中等收入者在界定上应具有三个属性：一是经济规定性，即以收入水平作为确定这一
身份的首要条件；二是相对性，即收入水平不应是一个绝对数值，而应该是一个收入区间，并且在不同地
区或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三是社会规定性，就是中等收入者群体因其收入水平的相近，会在生活水平、生
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等方面呈现一致或相似的特征，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认同的社会阶层［２２］。

经济规定性和相对性是中等收入者的客观经济身份认定标准，而社会规定性则隐含了一种理论假
设，即由于经济状况的相近，中等收入者之间相互认同，形成一个心理上的、共同的社会身份。 依据社会
质量理论，中等收入者发展出与其经济集体身份相匹配的中等社会地位的自我指认能力。 在发展该能

① 译自 Ｓｏ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第 ５７ 页。



■
■

■

第 ３６ 卷 第 ４ 期■■■■■■■■■■■■■■■
■■■■■■
总第一七六期

■
■

■
■

■
■

■

９５　　　

■■
■■
■■
■■
■■
■■

■■
■■
■■
■■

■■■

力的过程中存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阶段的建构性互倚，并存在三个作用途径。 如图 １ 所示，第一个途径是
从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到自我指认能力，第二个途径是从第一阶段的建构性互倚到自我指认能力，第三
个途径则是从社会层面的框架结构到自我指认能力。

构成性要素反映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环境的互动。 为了进一步体现出个体和社会的建构性互
倚，本文从两个角度来考察构成性因素对于中等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作用。 一个角度是个体对自身构
成性要素的认知，包含以下四个假设：

Ｈ１ａ　 个人安全感强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Ｈ１ｂ　 社会认可感强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Ｈ１ｃ　 社会响应感强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Ｈ１ｄ　 个人能力感强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另一个角度是个体对社会整体构成性因素的感受，包含以下四个假设：
Ｈ２ａ　 认为社会安全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Ｈ２ｂ　 认为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Ｈ２ｃ　 认为社会宽容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Ｈ２ｄ　 认为社会赋能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较高等级的社会地位认同。

同时，本文也期望构成性要素的正向效应不仅体现在个人对自己目前社会地位的认同上，也反映在
对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上。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设计并执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７ 年全
国调查数据①。 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在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直辖市抽选了 １５１ 个
区县下的 ６０４ 个村居，在每个村居内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的方式入户采访 １８ ～ ６９ 岁的成人概率样本，
收集有关家庭、人口、民生、社会发展等多个主题的调查数据。 ２０１７ 年的总应答人数为 １００９１ 人。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测量

在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上存在绝对和相对两个标准。 绝对标准是根据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所需收入
的多少来确定收入区间的上限和下限，比如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照来设定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标
准，或是参考各国的贫困线、收入平均值或中位值来界定的各国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国家统计局早在
１９９１ 年就提出小康收入标准，该标准和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基本一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绝对标准也随之调整，正如李春玲指出的，这一标准适合成长型社会，能更准确地反
映脱贫致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的数量和比重的增长速度，因而更适合于定义中国中等收入群
体［２３］。

相对标准是以某一人群的收入中位值作为参考值来确立收入区间的上下限，较为常用的有中位值
的 ５０％或 ７５％为区间下限，１．５ 倍或 ２ 倍为区间上限。 这一标准获得的中等收入区间会因为人群、地区
或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我国学者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龙莹定义中等
收入群体收入范围是介于中位值的 ７５％ ～ １２５％［２４］；李培林和朱迪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的上限确定
为收入分布的第 ９５ 百分位，下限为第 ２５ 百分位［２５］；李强从地区和时期的相对性出发，依据日本和韩国
处于和中国相同经济发展阶段时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区间来界定［２６］。 目前社会学研究中普遍接受
的相对标准是将收入介于中位值的 ７５％和 ２００％之间的人群界定为中等收入人群［２７］［２８］，如李培林和崔
岩的划分是高收入群体的高富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４０１％及以上）和富裕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２０１％ ～
４００％），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收入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１２６％ ～ ２００％）和中下收入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７６％～１２５％），以及低收入群体的脆弱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２６％ ～７５％）和极端贫困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２５％及以下） ［２９］。 相对标准着重测量的是收入差距，反映的是收入结构的变化，对于改进型社会（即多
数人已达到较好的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尤为适用［２３］。

① ＣＳＳ 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调查数据中缺少了本研究所需的关于社会安全感的变量数据，因此本文选用了 ２０１７ 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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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李培林和崔岩的划分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加权运算后得到 ２０１６ 年①家庭人均年收入的

中位值为 １５０００ 元，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区间为 １１２５０～３００００ 元，占调查总体的 ４０．１％。 各

收入群体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２０１６ 年各收入群体分布

加权前
占比 ／ （％）

加权后
占比 ／ （％）

样本数
／人

低收入群体 ４４．１ ３９．９ ４３６０
　 　 极端贫困 １３．５ １０．７ １３３１
　 　 脆弱人群 ３０．６ ２９．２ ３０２９
中等收入群体 ３８．１ ４０．１ ３７７４
　 　 中下 ２０．３ ２１．３ ２０１２
　 　 中上 １７．８ １８．８ １７６２
高收入群体 １７．８ ２０．０ １７６４

（三）因变量：社会地位认同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受访者对本人目前社会

地位的自评，问卷问题为“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

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另一个是对未来社会

地位的预期，问卷问题为“您认为在未来的 ５ 年，您本人

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会属于哪个层次？”。 两个变

量均采用定序测量，从 １ 到 ５ 代表从“上”到“下”五个等

级。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均是以本地居民为参照对

象进行自评，因此在此问题的测量中就已经隐含了地区的

图 ３　 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认同

相对性。
本文重点关注中等收入群体对中等社会地位的认

同，图 ３ 报告了初步的分析结果。 和已有的研究发现结

果一致，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同存在下偏的现

象，即在这五个等级中，较低的三个等级认同比例占了

绝大部分。 大概有七成的人认为，其目前的社会地位处

于中等和中下等，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其目前处

于社会的最低层。 中等收入者们对未来五年的预期相

对乐观，图中最为醒目的是预期自己五年后会处于中上等的人数比例接近五分之一，大大高出目前自评

的比例。 预期会处于中等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而预期处于中下或下层的比例合计大约减少了总人数的

四分之一。
本文将这两个定序变量转换为二分变量，１ 代表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认同，０ 代表中等以下社会地

位认同。
（四）自变量：构成性因素

社会质量理论中的构成性因素包括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响应和个人能力四个维度。 这四个因
素在本文中都采用两种测量方式：一是本人对自身状况的认知或感受；二是个人对社会整体状况的评
价，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个人安全因素关注法治和制度保障带给人的社会经济安全感。 个人感受方面的测量基于受访者报
告的在过去 １２ 个月里遇到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包括“住房条件差” “子女教育费用高” “医疗支出大”
“物价上涨”“家庭收入低”“无业或就业不稳定”“赡养老人负担重”和“遇到受骗、失窃、被抢劫等犯罪
事件”共 ８ 项。 将受访者提及的问题个数相加，形成一个 ０～８ 的计数变量。 被提及的问题个数越多，表
示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安全的感受越差。 受访者也对社会层面上的安全程度进行评价，包括个人或家庭
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劳动、个人隐私、环境共 ８ 个方面，以及总体安全感。 每个项目的测量均采
用从“很不安全”到“很安全”的 ４ 级尺度。 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这些项目聚合在同一维度上，并且具有
较好的信度，因此将这些项目的取值相加后整合为 ０～１０ 分的尺度。

社会认可是在社会发展与日常生活世界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 人际信任分
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 特殊信任是指对特定家庭成员或人群的信任，一般信任则是指对普遍意义上
的他人的信任。 本文在个人层面上选用“对邻居是否信任”的测量问题，因为社区日益成为我国居民日
常互动的主要场域，并且对于个体社会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受访者对社会整体人与人之间信任水
平的评价，采用 １～１０ 分的尺度，１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１０ 分表示“非常信任”。

社会响应反映的是制度世界与个人成长过程的交互，表现为社群或系统的开放和包容。 第一种测

① ＣＳＳ ２０１７ 年调查中询问的是“去年（２０１６ 年）”的全家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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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本人是否因为某种原因经历过不公正待遇，１ 为“是”，０ 为“否”；第二种测量是对社会的宽容程度

进行评价，也是采用 １～１０ 分的尺度，１ 分表示“非常不宽容”，１０ 分表示“非常宽容”。
个人能力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和动力，反映了个人对生活掌控能力的感受。 个人能力认知

采用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即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对社

会赋能的感受采用外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即是否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没有用处，对政府部门不能产生

什么根本的影响”。 两个变量都再编码为二分变量，１ 表示“政治效能感强”，０ 表示“政治效能感弱”。
（五）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受访者的身份背景，包括所属收入群体、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程

度和职业特征。 其中，收入群体按照上面所述的分类标准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三类；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水平、高中水平和大学及以上水平。
职业特征分为基础职业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

者），中间职业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优势职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经理人员） ［３０］。
第二类控制变量是居住区县。 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为明显，而且因变量是受访者对自己在本地生

活经济地位的评估，因此十分必要在模型中控制住地区效应。
（六）分析方法

由于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来自个人和区县两个层面，并且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因此最适合本研究的统

计模型是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该模型是一种混合效应模型，第一层的固定效应变量包括构成性

因素的测量变量、所属收入群体变量和个人背景变量，第二层的随机效应变量是区县变量。 因为区县间

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不同，一个在全国收入结构上的中等收入者在一些大城市居民

的收入结构中可能处于低收入水平，而且区县变量可能不仅会影响固定效应的截距，也会影响收入群体

变量的斜率，因此在模型设定上将截距和收入群体的斜率设为随机效应。 模型分析中所包含的变量情

况在表 ２ 中报告。
表 ２　 模型分析变量情况描述

变　 量 性质 编　 码 均值 标准误
因变量
　 目前中等社会地位认同 二分 中等及以上＝ １，中等以下＝ ０ ０．３４１ ０．４７４
　 未来中等社会地位认同 二分 中等及以下＝ １，中等以下＝ ０ ０．５２５ ０．４９９
固定效应变量
　 个人安全
　 　 生活方面的困难 连续 ０～８ ２．３４ １．９８
　 　 社会安全评价 连续 ０～１０，分值越高，评价越高 ６．２２ １．６６
　 社会认可
　 　 对邻居的信任 二分 信任＝ １，其他＝ ０ ０．７９ ０．４０
　 　 社会人际信任评价 连续 １～１０，分值越高，评价越高 ６．１０ １．９２
　 社会响应
　 　 不公正待遇 二分 有＝ １，没有＝ ０ ０．２２ ０．４２
　 　 社会宽容评价 连续 １～１０，分值越高，评价越高 ６．４８ １．９４
　 个人能力
　 　 内部政治效能 二分 强＝ １，弱＝ ０ ０．４６ ０．５０
　 　 外部政治效能 二分 强＝ １，弱＝ ０ ０．４１ ０．４９
　 收入群体 定序 低收入群体＝ １，中等收入群体＝ ２，高收入群体＝ ３
　 性别 二分 男＝ １，女＝ ０ ０．４５ ０．５０
　 年龄 连续 最小值 １７，最大值 ８０ ４６．６５ １４．２２
　 户口 二分 农村＝ １，其他＝ ０ ０．６９ ０．４６
　 教育程度 定序 初中及以下＝ １，高中 ／中专＝ ２，高中以上＝ ３
　 职业特征 定序 基础阶层＝ １，中间阶层＝ ２，优势阶层＝ ３
随机效应变量
　 　 区县 定类 １４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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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分三步来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中等社会地位认同情况及其构成性因素对其的影响。 分析结果

报告在表 ３ 中。 表 ３　 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模型 １
几率

模型 ２
几率

模型 ３
几率

模型 ４
几率

固定效应
　 个人安全：
　 　 　 生活方面的困难 ０．７６８∗∗∗ ０．８３６∗∗∗

　 　 　 社会安全评价 １．０５３∗∗ １．０３７∗

　 社会认可：
　 　 　 对邻居的信任 １．０９７ １．０８１
　 　 　 社会人际信任评价 １．０６４∗∗∗ １．０６２∗∗∗

　 社会响应：
　 　 　 不公正待遇 ０．８６３∗ ０．８５２∗∗

　 　 　 社会宽容评价 １．０１９ １．０４９∗∗∗

　 个人能力：
　 　 　 内部政治效能 １．１２３∗ １．１７５∗∗∗

　 　 　 外部政治效能 １．１３８∗∗ １．２８２∗∗∗

　 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对照）
　 　 　 低收入群体 ０．４８２∗∗∗ ０．５１４∗∗∗ ０．５９１∗∗∗ ０．７１０∗∗∗

　 　 　 高收入群体 ２．１０７∗∗∗ １．８９１∗∗∗ １．６６９∗∗∗ １．４４１∗∗∗

　 性别（男） ０．７２２∗∗∗ ０．６７７∗∗∗ ０．７３８∗∗∗

　 年龄 ０．９６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１６∗∗∗

　 年龄的平方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

　 农业户籍 ０．９６５ ０．９５７ １．０７９
　 大专 ／大学及以上（对照）
　 初中及以下 ０．７４７∗∗ ０．８１０∗ ０．６８２∗∗∗

　 高中 ／中专 ０．８６３ ０．９１４ ０．７８７∗∗

　 基础职业阶层（对照）
　 中等职业阶层 １．３２５∗∗ １．２３６∗ ０．８０３∗

　 优势职业阶层 ２．２６０∗∗∗ １．８６０∗∗∗ １．１１８
　 截距 ０．５９６∗∗∗ １．６７５∗ ０．５９７ １２．９７７∗∗∗

随机效应
　 区县
　 　 　 低收入群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高收入群体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６＋

　 　 　 截距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１∗

　 对数似然值 －５９７６．９４ －５８８９．１９ －５４４２．７５ －５８４４．５６

　 　 注：＋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第一步分析将模型 １ 和模

型 ２ 作为初始模型，以目前中等

及以上社会地位认同作为因变

量，分析个人所属收入群体、所
在地区和个人背景变量的作用。
模型 １ 结果显示，各收入群体在

中等社会地位的认同上与其客

观收入地位显著相关，并且区县

变量对截距和斜率都具有显著

的随机效应。 依据这一模型可

以计算出，低收入群体对中等及

以上社会地位的认同几率是中

等收入群体认同几率的 ４８．２％，
而高收入群体的认同几率是中

等收入群体的 ２１０．７％。 中等收

入群体对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

认同的预测概率是 ３７．６％，比低

收入群体高 １５．１％，比高收入群

体低 １７．７％。
模型 ２ 发现，在考虑区县层

面的地区差异后，各收入群体与

中等社会地位认同仍然正相关，
即收入越高的群体，认同中等及

以上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越高。
同时，在各收入群体内部女性比

男性更倾向于认同中等及以上

社会地位，青年人和老年人比中

年人更倾向于认同中等及以上

社会地位，初中及以下学历，或
者处于基础职业阶层的人认同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是否为农业户籍则不具有显

著相关性。
第二步分析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加入测量构成性因素的四组变量，输出结果见表格第 ４ 列的模型 ３。

该模型分析结果发现，除了对邻居是否信任及对社会宽容程度两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有统计上显著的

影响作用。 从固定效应来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个人安全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生活方面遇到

的困难每增加一种，选择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会降低 ２３．２％，而对社会经济安全的评价每增加 １
分，选择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会增加 ５．３％。 社会认可因素中，个人对社会人际信任的评价每增

加 １ 分，选择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会增加 ６．４％。 在社会响应因素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比没

有受到过的人认同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低 １３．７％。 反映个人能力认知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

政治效能强的人均比效能感弱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 具体地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影响下，相对于内部政治效能感弱的人，效能感强的人认同目前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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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相对于外部政治效能感弱的人，效能感强的人认同目前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高出 １３．８％。
第三步分析是将因变量改为对未来五年社会地位为中等及以上的预期，采用模型 ３ 相同的自变量

得到模型 ４。 该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四组构成性因素的变量中除对邻居是

否信任变量外全部具有统计显著的影响作用。 对社会宽容评价的固定效应也呈现出每增加 １ 分，选择

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增加 ４．９％。 个人能力因素的两个变量的作用有所加强。 内部政治效能感

强的人比弱的人在预期未来五年是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几率上高出 １７．５％，外部政治效能的这一效

应是 ２８．２％。 与模型 ３ 中对目前社会地位的评价相比，前者高出约 ５．２％，后者增加了 １４．４％。
图 ４ 展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这四组变量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预测概率。 第一，可以直观地看出构

成性因素对于中等收入者认同目前或预期未来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具有正向效应。 个人安全因素

支持了“生存焦虑论”的解释，个人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越多，认同自己现在或未来五年属于中等及以

上社会地位的概率越低；而对社会安全的评价越高，对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认同的概率越高。 在社会认

可和社会响应因素上，中等收入者对社会人际信任和宽容程度的评价与中等社会地位认同有较强的正

（ａ）个人安全因素

（ｂ）社会认可要素

（ｃ）社会响应因素

（ｄ）个人能力因素

图 ４　 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质量构成性因素与中等社会地位预测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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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即评分越高，对现在或未来属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认同概率越高。 因此这两个因素上，个
人对社会状况的感知对其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较大。 在个人能力的认知上，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的正
向影响反映出中等收入者越能感受到对个人生活的掌控，认同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图中代表目前和未来五年的曲线或柱形图也显现出中等收入者对未来自身社会地位提高持
乐观态度。 如在生活方面遇到相同个数的问题时，中等收入者预期未来五年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
的预测概率明显高于他们对目前处于中等社会地位的预测概率。 在社会安全、社会人际信任和社会包
容方面的评价也是如此，同样的评分下中等收入者认为未来五年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较
大。 这反映出中等收入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信心。

第三，从图 ４ 还可以观察到四组构成性因素的变量对于中等收入者目前和未来五年处于中等及以
上社会地位的认同或预期具有相似的作用模式，其表现是图中代表目前或未来五年的曲线几乎平行，由
此说明这些变量具有较稳定的影响作用。

五、结语

客观社会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的不一致，以及我国居民主观阶层认同下偏的现象是我国学者
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党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的推动下，如何提高中等收入者的社会地位认
同不仅具有学理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应用社会质量理论中建构性互倚的分析框架，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数
据，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中等社会地位的机制，即个人的自我实现与集体身
份的形成互相建构，这个互倚关系和社会大场景下的发展机会与小场景下的偶然事件共同影响个人对
其本人社会地位的自我指认能力。 依据社会质量理论的假定，这个互倚关系发生在两种情境下：一个表
现为制度 ／系统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另一个表现为个人成长历程与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张
力，两种张力交互建构出四个象限，对应四个社会行动者的构成性因素：个人安全、社会认可、社会响应
和个人能力。 本文依据这四个构成性因素的内涵从本人的自评和对社会的评价两个方面入手对这些因
素进行测量，并利用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控制了区县层面的地区差异和个人层面的背景差异，发
现这四个构成性因素对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的认同及预期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具体地说，在个人
安全方面，个人在生活方面遇到的问题越多，对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认同的可能性越低，同时对社会
整体安全状况评价越高，对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认同的可能性越高。 这反映了人们在转型期的生存焦
虑确实影响他们对较高社会地位的认同。 在社会认可和社会响应方面，人们对社会人际信任和社会宽
容程度的评价越高，越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 而个人如果经历过不公正的待遇，会
给其社会地位的自评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说明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会给人们带来身处其中的幸福感，
从而提升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获得感。 在个人能力方面体现出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人们除了
希望在良好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享受个人安全、社会认可和响应，也希望能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能力
和知识来掌控自己的生活，或改善外部环境。 数据分析显示较强的内部和外部政治效能感能有效地提
升人们对自己目前及未来五年的社会地位定位。

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构成性因素与条件性因素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个人成为有能力的社会行动
者。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构成性因素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地位认同具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个人
安全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和稳定。 在条件性因素中与这两个构成性因素相对应的是社会经
济保障和社会赋能。 因此，本文建议在政策上从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赋能两个条件性因素入手，一方面
要重视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房价高等问题［３１］，切实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存
焦虑”，提升他们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要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培养他们
的参与能力，提升其内部和外部的参与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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